
心理科学进展  2024, Vol. 32, No. 9, 1551–1566   © 2024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24.01551 

 

1551 

当父母有助于成为好领导？基于“父母−领导增益” 

视角的领导力发展探究* 

刘争光  李梦吟 

(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杭州 310058) 

摘  要  领导力发展是组织管理领域的前沿研究主题, 也是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亟待突破的现实问题。过往

研究多关注组织内部培训和挑战性工作经历对领导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但成效提升存在瓶颈。新的研究趋势

强调跨领域的“全人”发展, 特别是非工作场景经验对领导力发展的重要作用。本文采用“家庭−工作增益”理论

视角, 探讨父母角色经验如何通过工具性、情感性和效率性增益路径影响领导角色有效性, 在理论层面上提出

基于“父母−领导增益”视角的领导力发展模型。未来研究可明确父母角色经验和领导角色有效性之间的定性和

定量关系, 并尝试从强化增益意识等方面开展干预研究, 以促进实践中的领导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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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领导力是组织人力资本的重要方面和企业核

心竞争力的关键成分。如何发展领导力, 一直是

组织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 也是各类组织面

临的现实问题(Vogel et al., 2021)。领导力发展

(leadership development), 也称领导力开发, 是指

领导者个体通过特定方式和途径在知识、技能、

能力、自我认知等方面的提升和发展, 从而使之

成为有效领导者的过程(Day, 2000; Day & Dragoni, 

2015)。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影响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的总体要求, 各类

组织需要科学应对复杂多变、“危”“机”并存的新

环境, 持续发展和提升领导力的战略意义更加凸

显。领导力发展问题,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

研究和关注(Bolino et al., 2024)。 

过去几十年, 领导力学者依次从特质、行为

及权变等视角对领导涌现和领导有效性进行探究

(张志学 等, 2016; Ellen et al., 2022; Zhao & L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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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揭示领导力发展规律和提升方法, 以帮助企

业培育更多卓有成效的领导者(Day, 2011; Vogel 

et al., 2021)。但关于提升领导有效性的理论思路

和实践工具的创新, 仍是亟待突破的关键问题。

以往研究多聚焦于传统的领导力培训课程、岗位

上的挑战性任务、情景模拟训练活动、教练辅导、

行动学习等发展项目(Collins & Holton III, 2004; 

Seibert et al., 2017), 但近期一项元分析表明, 这

些方法虽有一定效果但仍面临提升瓶颈(Lacerenza 

et al., 2017), 且与大量的财力、时间、精力投入不

成正比(Day & Liu, 2018)。这就为探寻领导力发展

新视角、新思路和新途径提供了必要性和重要动

力。通过审视当前的领导力发展项目, 不难发现

它们大都发生在工作场合中, 然而根据发展心理

学中的“全人” (whole-person)发展理念, 个体不只

是工作领域中的个体, 还同时是其它领域(如家庭)

中的个体 (Hammond et al., 2017; Lester et al., 

2017)。这就启发研究者打破工作场合单一领域的

限制, 考虑其它重要领域为领导力发展带来的影响。 

家庭和工作是成年人生活中的两个重要领域, 

父母和领导分别是家庭和工作中的主要角色, 其

中的增益关系为领导力发展带来了新思路。我国

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工作环境和家庭结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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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很多领导者都肩负着工作和

家庭的双重责任(周路路 等, 2009)。过往研究大

都将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关系作为主导视角, 认为

家庭是阻碍工作发展的因素(French et al., 2018; 

Kossek et al., 2021)。但近年来兴起的“家庭−工作

增益” (Family-work enrichment)理论认为, 个体从

家庭角色中获得的资源(如沟通技能、积极情感体

验等)可以提升其工作表现(Carlson et al., 2006; 

Greenhaus & Powell, 2006)。在这一积极组织行为

视角指导下, 学者们呼吁关注个体如何使“家庭”

和“工作”的关系从“敌人”转变为“盟友”, 实现家

庭和工作共同繁荣(韩翼 等, 2020; Allen & French, 

2023)。已有的“家庭−工作增益”研究更多以“家庭”

和“工作”两个宽泛领域为研究对象(Gopalan et al., 

2018; Mishra et al., 2019), 但两个领域均包含不

同的具体角色(如配偶、子女、下属、客户等), 如

果笼统混合会造成较大偏差, 因此有必要针对特

定角色进行深入研究(Carlson et al., 2019; Heskiau 

& McCarthy, 2021)。 

父母和领导分别是家庭和工作中的主要角色, 

存在一定的对应性。有研究提出父母−领导相似性

假说, 认为父母角色和领导角色具有一定程度的

相似性, 两者都肩负着向依附方(子女或下属)提

供关心、照顾和指导等责任(Popper & Amit, 2009; 

Popper & Mayseless, 2003), 因此, 按照“家庭−工

作增益”理论及“父母−领导相似性”假说, 父母角

色或许对领导角色有一定的增益作用。鉴于以上, 

本文认为可以采用增益视角, 探究父母角色对领

导角色的有利影响来开展领导力发展研究。本文

首先概述了领导力发展和“家庭−工作增益”的已

有研究发现, 指出父母和领导两个特定角色的增

益关系 , 探讨“父母−领导增益”影响领导力发展

的过程机制 , 并提出培训干预的角度和着力点 , 

以期助力学术界和实践界找到有效提升领导有效

性的科学途径。 

2  领导力发展和“家庭−工作增益”研究
基础 

2.1  领导力发展研究概述 

随着领导力研究的发展和推进, 领导力发展

学派的兴起为领导力的研究与实践注入了新的活

力。自上世纪中后期以来, 研究者就领导力的先

天或后天(born or made)问题进行广泛关注和讨论, 

形成了强调遗传因素的天才论和强调后天环境的

英才说(刘争光, 郑晓明, 2020; Antonakis et al., 

2012; Badura et al., 2022)。近年来对双胞胎进行长

期追踪的行为遗传学研究发现, 在影响个体成人

后能否担任领导职位的诸多因素中, 遗传因素仅

能解释约 30%的变异, 也就是说, 一个人领导力

的涌现, 70%左右的变异是由后天的培养训练、个

人经历和成长环境等因素所决定 (Arvey et al., 

2006; De Neve et al., 2013)。这些证据奠定了领导

力发展学派的基础, 该学派最早由美国学者 David 

Day 于 2000 年正式提出, 后经其他学者丰富和完

善。领导力发展学派的核心思想认为领导力是可

培养、可发展的, 领导力发展是跨越生命全程连

续的非线性发展过程, 生命全程中的每个发展阶

段(如童年期、青春期、成年期等)都有相应的领导

力发展机会和关键影响因素, 这些机会和因素能

够促进个体领导力的涌现和领导有效性的达成

(Day, 2000; Day et al., 2014; Day et al., 2021; Johnson 

et al., 2023; Liu et al., 2021)。 

领导力发展已成为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的活

跃领域。Day (2000)区分了两种发展形式, 即领导

者 发 展 (leader development) 和 领 导 力 发 展

(leadership development)。前者关注个人层面的发

展, 特别是提升个人能力和自我认知。学者们将

其定义为个人在领导角色和领导过程中发挥有效

作 用 的 能 力 提 升 和 发 展 (Day, 2000; Day & 

Dragoni, 2015)。领导力发展范围则更加广泛, 不

仅包括个人层面发展, 还包括团队和组织层面的

领导力提升。这种发展关注领导力的人际动态并

侧重于社会资本的发展, 目的是提高组织的领导

力质量, 通过培训、指导等方式增强团队协作和

组织变革能力等(Day & Dragoni, 2015; McCauley 

& Van Velsor, 2004)。鉴于领导力发展内涵更广泛

且更为常用, 本文均使用“领导力发展”这一术语

来指代领导能力发展和提升。 

领导力发展是复杂且受众多因素影响的过

程。研究者探究了影响领导力发展的个体差异因

素, 包括遗传(如基因)、人口统计特征(如性别、

身高等)以及特质(如气质、个性和智力等) (Arvey 

et al., 2006; Judge et al., 2002, 2004)。然而, 这些

变量通常较为稳定, 发展空间有限, 因此研究正

逐渐转向探索更可塑、更近端的变量或属性, 如

领导动机以及领导者自我审视变化等(Day &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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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其中, 领导自我效能、自我意识和自我认

同在领导者发展过程中占据了重要位置(Day et al., 

2009; Day & Dragoni, 2015)。当个体对自己的领导

能力保持高度自信、具有强烈的领导自我认同, 并

对领导角色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时(Van Knippenberg 

et al., 2004), 他们更可能在领导能力上取得进步, 

展现更好的领导效果(Hannah et al. 2008)。 

领导力发展是贯穿生命周期的过程(Day et 

al., 2009; Liu et al., 2021)。过往研究通过整合有关

技能获取、成人发展和领导力的文献, 形成了领

导力发展纵向理论视角(Russell & Kuhnert, 1992), 

同时也将成人发展理论如建设性发展理论等应用

于领导力发展研究中(Bartone et al., 2007; McCauley 

et al., 2006)。此外, 研究者提出童年和青春期的发

展经历会影响成年期领导力的表现, 早期发展因

素如教养方式、依恋风格和早期学习经历等对领

导者发展非常重要(Murphy & Johnson, 2011)。更

进一步, Liu 等人(2021)认为个体在生命周期每个

阶段都有机会利用日常生活经验和活动来加强领

导力发展。其它纵向实证研究, 诸如富勒顿追踪

研究(Fullerton Longitudinal Study; Oliver et al., 

2011)等也均采用生命全程发展视角来探究与领

导力发展相关的时间问题。 

2.2  基于经历的领导力发展研究 

经历为领导力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个体加

工经历所形成的经验能够真正促进领导力发展。

经历 (experiences)即个体参与的事件或活动 , 对

心智发展具有显著影响(Bradley, 2005)。McCall 

(2004)通过访谈发现 , 成功的领导者通常会提到

相似的经历, 这引发研究者思考经历可能在领导

力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 

根据领导力毕生发展 (life-span leadership 

development)学说, 以往的家庭和成长经历、成年

后的工作场所经历等都会影响个体的领导力发展

(Day, 2000; Liu et al., 2021; Murphy & Johnson, 

2011)。研究表明, 在学前期与父母建立的安全型

依恋与个体成年后的魅力型领导评分呈显著正相

关(Englund et al., 2000; Towler, 2005)。兄弟姐妹间

的互动经历也有利于个体发展沟通、谈判和以任

务为导向等领导技能(Ross et al., 2006)。与同伴游

戏可以帮助个体获得认知和社会能力、决策和人

际技能、合作和规则意识等, 这些能力是领导力

涌现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Day & Dragoni, 2015; 

Kark, 2011)。童年时期承担家务劳动可以培养责

任感和服务意识, 这会影响个体未来的亲社会行

为和服务型领导风格的发展(Kuczynski & Kochanska, 

1995; Salusky et al., 2014; Waugh et al., 2015)。在

班集体中组成小组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可以培养个

体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会凝聚力, 为领导力涌现提

供宝贵机会(Sun et al., 2017; Yamaguchi, 2001)。成

长至青春期, 接受父母温暖、支持、权威型教养

的青少年在日后更易表现出变革型领导行为(Oliver 

et al., 2011)。相反, 父母进行过度教养的青少年更

易形成低自尊和低领导自我效能, 抑制领导力的

涌现(Liu et al., 2019)。此外, 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

和社区志愿服务等课外活动也可以促进领导力发

展(Reitan & Stenberg, 2019)。大学时期参加领导力

课程有助于个体获取相关知识和领导者身份认同

(Komives, 2011; Reichard & Paik, 2011), 通过领

导或参与校内外各种活动(如学生会、社团组织、

创业大赛等)也可以获得直接或间接的领导经验

(Murphy, 2011; Sternberg, 2011)。最后, 个体在恋

爱经历中获得和积累的承诺、换位思考等能力也

有利于发展与领导力人际关系相关的能力, 如领导-

成员交换关系等(刘争光, 郑晓明, 2020; Montgomery, 

2005)。 

大量研究已发现成年中期担任正式领导职位

时的发展性经历能促进个体的领导力发展。

McCauley 等人(1994)对 700 位表现优秀的经理人

员进行调查, 问及对自身领导力发展最具促进作

用的过往经历, 排在前几位的分别是：职位晋升

经历、影响比自身更强势个体的经历、被上级充

分授权的经历。McCall (2010)进一步提出, 不是

所有经历都能促进领导力发展, 只有那些具有高

利害、复杂、有压力和不熟悉等特点的发展性经

历才是领导力发展的真正机会。随后, 研究者从

更深层的角度提出, 单纯的经历(即便是发展性经

历)不会对领导力发展自动起作用, 只有对经历进

行体验、反思、总结从而转化为正确的经验

(experience), 才会对领导力发展有作用(Day, 2010; 

Liu et al., 2021)。这一论断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

持。DeRue 和 Wellman (2009)对 60 位管理者在工

作领域经历的 225 次发展性经历进行调查并探索

它们对提高领导技能的促进作用, 发现了学习导

向在其中的增强作用。DeRue 等人(2012)通过准

实验也发现了经历事件后的复盘总结在领导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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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的显著作用。Seibert 等人(2017)对 235 个零

售业经理人员调查发现, 发展性经历通过领导自

我效能及上级社交资源对个体领导有效性产生积

极影响。井润田等人(2021)对新任管理者的调查发

现 , 挑战性工作经历有助于个体进行自我反思 , 

从而实现领导力发展。此外, Steele 等人(2024)对

17 名女性员工和领导者的访谈发现, 发展性经历

提高了女性的领导信心和视野, 在女性领导者发

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Javidan 等人(2021)调查

了 43 个国家的 755 名全球领导者及其上级, 发现

多元文化生活经历可以促进领导者的全球思维 , 

从而提升他们的全球领导有效性。类似地, 对中

国本土 CEO 的研究表明, 具有国外留学或工作经

历的 CEO, 他们的国外经验使其更具领导能力和

环境保护意识 , 促使企业实现更多绿色创新

(Quan et al., 2023)。 

上述基于经历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工作领域 , 

但 Hammond 等人(2017)提出的跨领域领导力启发

研究者应将个体视为完整的人, 而非仅仅是工作

情景中的人, 有必要采用跨领域的思维去促进个

体领导力发展。Liu 等人(2021)在构建跨越生命全

程的领导力发展模型时将不同领域的关键性经历

(如在家庭中教养孩子的经历和经验)纳入其中。

Riggio 等 人 (2021) 构 建 日 常 领 导 力 (everyday 

leadership)时 , 也强调不同领域的经验可以相互

促进, 呼吁学者未来在研究领导力发展时考虑跨

领域的问题。 

2.3  “家庭−工作增益”视角及相关研究 

“家庭−工作增益” (family-work enrichment)是

家庭−工作关系研究中的积极视角和单向互动。工

作和家庭是生活中的两大领域, 对于企业领导者

而言尤为如此(Lyu et al., 2019)。随着双职工数量

日益增加, 很多人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挑战

(王永丽, 卢海陵, 2018; Le et al., 2020; Xin et al., 

2020)。以往研究多关注工作−家庭冲突 (work- 

family conflict)视角, 认为两者之间由于存在资源

竞争、多重角色冲突、边界模糊以及社会认同偏

差等因素难免导致冲突并引发一系列消极影响

(李海 等, 2017; 林忠 等, 2013; Allen et al., 2020; 

French et al., 2018)。但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

为过于强调冲突不利于个体实现工作−家庭平衡, 

有必要从积极的工作−家庭增益视角出发探究两

者的相互促进(韩翼 等, 2020; 周路路 等, 2009; 

Powell et al., 2019; Rothbard et al., 2021)。Greenhaus

和 Powell (2006)将“工作−家庭增益”定义为工作

和家庭其中一个领域的经验改善个体在另一个领

域中生活质量的程度。“增益”一词含有“使丰富、

使改善、使优化、使增效”之意。工作−家庭增益

包含两个子方向：工作对家庭的增益(简称“工作−

家庭增益”)和家庭对工作的增益(简称“家庭−工作

增益”)。前者是指人们在工作中获得的经验和资

源等可以提升家庭生活质量; 后者是指人们在家

庭中获得的经验和资源等可以提升工作表现

(Greenhaus & Powell, 2006)。在这一新视角的指导

下, 学者们倡导关注个体在履行工作和家庭职责

时如何尽可能在减少冲突的同时增加促进, 即如

何使“家庭”和“工作”的关系从“敌人”转变为“盟

友” (Friedman & Greenhaus, 2000; Greenhaus & 

Powell, 2006)。特别提出的是, 本文着眼于领导力

发展, 致力于提高企业管理中的领导有效性, 因

此聚焦探讨“家庭−工作增益”这一单向视角。 

正如前文所述 , 工作−家庭增益包含两个方

向, 但近年来的研究主要聚焦工作对家庭的增益

(Agrawal & Mahajan, 2021; Liu et al., 2022)。有研

究发现工作中的资源或经验(如发展性经历、上级

支持、日程管理、自我效能和工资收入等)改善了

家庭功能和婚姻满意度(Carlson et al., 2019); 还

有研究采用经验取样法发现每天的工作投入度可

以通过工作−家庭人际资本促进当天的家庭满意

度(Ilies et al., 2017)。Pak 等人(2022)通过元分析发

现工作更多时间可以增加人们的活力进而提高个

人家庭角色表现。还有研究者从工作掌管行为、

真实型领导行为、授权型领导等因素探讨了工作−

家庭增益和工作−家庭平衡的前因变量(Braun & 

Nieberle, 2017; Lyu et al., 2019; Xu et al., 2020)。

结合我国职业和文化背景, 研究发现授权型领导

行为可改善员工的家庭生活质量(易健 等, 2014); 

此外 ,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够通过家庭−工作

增益改善员工的睡眠质量(李晶 等, 2020); 还有

研究发现, 工作中的挑战性要求可以增加员工专

注度, 从而促进工作−家庭增益(徐姗 等, 2022)。

相比而言 , 家庭−工作增益相关实证研究相对较

少, 但近年来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Kearns (2016)

对 150 名同为经理和父母身份的人员进行问卷调

查和访谈, 发现了权威型教养方式和变革型领导

之间的显著正向关系。Ren 等人(2022)对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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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国的员工调查发现家庭支持通过家庭−工作

增益促进员工的工作繁荣。还有研究者将员工和

同事进行配对, 发现家庭功能有利于员工的工作

−家庭平衡 , 进而促进自身的组织公民行为和同

事的工作满意度(Thompson et al., 2021)。此外, 林

忠等人(2021)对 306 名酒店员工的调查表明, 仁

慈领导和德行领导能够提高下属工作对家庭的增

益, 进而改善其家庭对工作的增益, 从而促进工

作繁荣。还有研究发现, 工作支持型家庭行为和

家庭自主性通过家庭−工作增益对员工繁荣产生

正向影响(王乐乐 等, 2022)。 

由此可见, 近年来的研究侧重于工作对家庭

的增益, 相对较少关注家庭对工作的增益, 但这

一方向对提高工作质量和改善组织绩效具有重要

意义, 因此学者们建议未来应加强对该方向研究

的关注(Carlson et al., 2019; Ilies et al., 2017)。此外, 

已有研究仅聚焦工作和家庭两个宽泛的领域, 但

领域内不同角色存在较大差异, 如工作领域有领

导者、员工、股东、客户等; 家庭领域有父母、

子女、同胞、配偶等, 将这些角色混在一起进行

研究具有较大偏差且会限制研究结论的指导价值, 

因此有必要深入到具体且重要的角色来开展研究

(Hammond et al., 2017; Lapierre et al., 2018)。 

3  基于“父母−领导增益”视角的领导力
发展研究 

3.1  父母角色和领导角色之间的关系 

父母角色和领导角色是家庭和工作领域中的

关键角色。父母角色是个体因孩子降生而被赋予

的具有关心、照顾、供养、教育等一整套权利、

义务和行为模式的角色 (Darling & Steinberg, 

1993)。其职能主要包括引领家庭成员、做出家庭

决策、为子女提供物质资源和精神激励, 以及担

当榜样等方面(Valsiner & Connolly, 2003)。领导角

色是指在特定的组织或团队中影响和带动他人达

成共同目标的人(Day et al., 2009)。领导者具有以

下特点：有特定的领导范围; 拥有一定的权力或

权威; 具有不可替代的领导职责; 在组织或团队

中以身作则、共启愿景、挑战现状、激励人心和

使众人行(Kouzes & Posner, 2002)。任命产生的正

式领导者和非任命但发挥领导职能的非正式领导

者都属于领导者, 并且随着层级扁平化的发展趋

势, 越来越多的个体发挥领导职能。在当今社会, 

人人都可能成为领导者(Antonakis & Day, 2018)。 

父母角色和领导角色具有相似性, 并且前者

能够对后者产生积极影响。Popper 和 Mayseless 

(2003)提出父母−领导相似性假说, 认为虽然领导

员工和教育孩子所依赖的环境和资源有所差异 , 

但父母和领导都肩负着向依附方(子女或下属)提

供关心、照顾和指导等责任, 两者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研究者从依恋理论出发, 提出父母−孩子关

系类似于领导−下属关系 , 这种相似性建立在进

化基础上, 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具有现成动力和先

天机制与一个更强大的人形成情感依附关系

(Popper & Amit, 2009)。此外, 溢出效应理论认为, 

由于身份的相似性, 一个角色带来的益处或收获

会溢出到另外一个角色(Bolger et al., 1989)。基于

以上假说和理论, Liu 等人(2021)在构建跨越生命

全程领导力发展理论模型时纳入父母角色相关变

量(如为人父母经历、教养行为等), 并论证了这些

变量对领导力发展的影响。这启发研究者选取父

母角色和领导角色作为本研究的焦点, 从两者的

增益关系探寻领导力发展的新路径。 

3.2  基于“父母−领导增益”视角的领导力发展过

程机制 

需要承认的是, 领导力发展领域缺少成熟的

理论体系。虽然过去对领导力的理解和实证研究

在不断进行, 但将领导力发展作为独立过程的探

索却相对有限(Day et al., 2014; Day & Liu, 2018)。

这是因为人类发展是一连串复杂过程的集合, 培

养领导者及发展有效领导力远超过简单应用某一

理论(Day et al., 2014)。研究者虽已认识到领导力

发展的复杂、纵向、贯穿生命周期等特点, 但领

导力可以跨领域发展这一重要视角并未得到充分

关注。目前尚无成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来解释家

庭角色对领导角色的跨领域影响。此外, 领导力

发展的研究起源旨在解决组织中培养领导者的实

际问题(Vogel et al., 2021)。这种实践驱动在今天

的领导力发展实证研究中依然盛行(e.g., DeRue et al., 

2012; DeRue & Wellman, 2009; Dragoni et al., 

2009)。这些研究大多依赖于工作场所的挑战任务

和培训项目, 但已有元分析显示, 这些发展计划

成效有限(Lacerenza et al., 2017)。这就提示研究者

需要从个体自身已有的、日常自然发生的资源 , 

如父母角色经验来进行领导力发展研究。 

父母角色经验和领导角色有效性分别是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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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领导角色的重要方面, 两者的关系缺乏直接研

究证据作为支撑, 但存在一定的研究基础。父母

角色经验是个体在担当父母时积累的经验, 广义

上指从父母角色中获得的任何经验, 狭义上仅指

在教养孩子过程中积累的经验(Whiteman et al., 

2003)。领导角色有效性是指领导者充分履行领导

职责、有效达成团队或组织共同目标的程度, 它

通常反映为领导者的履职表现和绩效情况, 可由

上下级评估衡量(Bass & Bass, 2008)。根据跨领域

发展的理念(Hammond et al., 2017), 父母对家庭

中的发展性经历进行体验、反思和总结, 将之转

化为经验(Day, 2010), 可以促进领导力有效性。基

于以上证据, 本文关注父母角色经验并探索其与

领导角色有效性之间的潜在增益关系。 

在父母角色经验和领导角色有效性之间增益

关系的过程机制方面, 尽管缺乏直接的研究支撑, 

但可以从相关理论中获得指导和启示。Carlson 等

(2006)在编制工作−家庭增益量表和家庭−工作增

益量表时, 通过大量的访谈和问卷调查, 对《家庭

−工作增益量表》提取出了三个维度, 分别命名为

工具性增益、情感性增益和效率性增益。这三种

增益分别有其对应的理论, 这些理论的内涵为探

讨内部过程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3.2.1  能力迁移视角下的工具性增益机制 

工具性增益 (instrumental enrichment), 也称

发展性增益, 是指个体从一个领域获得的某项能

力迁移至另一个领域并产生积极效果的过程

(Carlson et al., 2006; Greenhaus & Powell, 2006)。

对应父母和领导角色, 工具性增益即指父母在教

养子女时培养的能力或技能, 迁移至领导情景并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的 过 程 。 角 色 累 积 理 论 (role 

accumulation theory)能够解释和指导该过程。该理

论认为个体在参与多种角色活动时能累积知识和

能力, 促进个体成长和发展。同时, 一个角色活动

中获得的知识技能有助于个体在其他角色活动中

获得正收益(Grzywacz et al., 2007; Sieber, 1974)。 

在养育孩子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和技能可以帮

助父母在工作中成为更好的领导者(Ruderman et al., 

2002)。Greenhaus 和 Powell (2006)的工作−家庭双

向增益模型将履行家庭职责(如教育子女、支持孩

子发展和给予孩子情感支持等)视为父母习得和

锻炼相关技能的重要资源和途径 (Valsiner & 

Connolly, 2003)。鉴于教养孩子是一件复杂且具有

挑战性的任务, 个体从中获取的经验和技能多种

多样, 本文主要选取亲子关系建立、子女管教技

能和耐心与同理心这三种关键技能作为示例进行

阐释。亲子关系建立指父母与孩子建立和谐融洽

关系 , 包括亲子互动和情感联系等 (Mihalec- 

Adkins, 2020; Obeldobel & Kerns, 2021)。与孩子建

立积极的亲子关系有利于父母在工作中作为领导

运用相似技能和下属建立并维持良好的关系

(Barnett & Hyde, 2001; Friedman & Greenhaus, 

2000)。良好的上下级关系能提高组织效能, 促进

领导者的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Law et al., 2000)。

此外, 父母获得的子女管教技能, 即在孩子的学

习和生活方面给予悉心指导、教育和帮助, 这种

经验会迁移到工作中, 帮助领导者更有效地与下

属沟通指导, 提升工作辅导技能并提高领导绩效

表现(Kraiger et al., 2019; Ruderman et al., 2002)。

最后是耐心和同理心。有研究者要求 150 名同为

领导和父母身份的人员反思自身教养方式对其领

导力的影响, 发现从育儿中习得的耐心和同理心

经常被运用到管理情境中(Kearns, 2016)。本文认

为这种在挑战面前保持冷静和忍耐, 理解并体会

他人感受和 经历的能力 (Depow et al., 2021; 

Jeffrey, 2016; Schnitker, 2012), 可以迁移转化为

领导者的员工关怀技能。具有耐心和同理心的领

导者能够关注员工的个人和职业需求、建立支持

性的工作环境并开展能促进员工福祉的活动

(Poškienė et al., 2020)。这种关怀不仅对员工的幸

福感有积极影响, 也对领导者和整个组织的效能

产生重要作用(Poškienė et al., 2020)。 

3.2.2  情感溢出视角下的情感性增益机制 

情感性增益(affective enrichment)是指从一个

领域中获得的某种积极情感溢出至另一个领域并

产生积极效果的过程(Carlson et al., 2006; Greenhaus 

& Powell, 2006)。对应父母和领导角色, 情感性增

益即指父母在教养参与中获得的积极情感溢出至

领导角色中, 诱发正向情感并产生积极作用的过

程。溢出效应理论(spillover effect theory)能够解释

和指导该过程。该理论认为个体在一个领域中参

与活动产生的积极体验会溢出到另一个领域, 从

而也产生积极体验(Bolger et al., 1989)。 

本文认为父母角色中的积极情感, 如快乐、

满足等可以溢出至工作场所中, 使得领导角色能

体验到热情、活力等正向情感, 从而促进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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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快乐、满足是最典型的积极情感(Mackinnon 

et al., 1999), 也是 Greenhaus 和 Powell (2006)工作

−家庭双向增益模型中重要的情感路径资源。与家

人孩子共同度过一天可以给父母带来满足、快乐

和感激等积极情绪 (Greenhaus & Powell, 2006; 

Ruderman et al., 2002), 当父母将这些积极情绪带

入到工作中时, 他们会更加热情、更有活力地开

展工作(ten Brummelhuis et al., 2014)。除此之外, 

教孩子一些新东西或听说孩子帮助过别人可能会

提高父母的自信和自尊, 使其在工作时意识到个

人资源的可用性(Sonnentag et al., 2012), 从而提

升领导决策绩效等。Du 等人(2020)对 112 名荷兰

员工连续 5 日的调查表明, 前一晚经历与儿童有

关积极事件的员工能利用这些积极资源和情绪 , 

在次日更好地处理工作要求。类似地, Lin 等人

(2021)发现积极的家庭事件会促进领导者家庭需

求的满足, 该情感溢出至工作场景, 可以增加领

导者的亲社会动机和变革型领导行为。 

3.2.3  资源补偿视角下的效率性增益机制 

效率性增益(efficiency enrichment)是指一个

领域的资源消耗会致使另一个领域的资源减少 , 

但会补偿性地提高另一个领域工作效率的过程

(Carlson et al., 2006)。对应于父母和领导角色, 效

率性增益即指父母参与教养导致的时间消耗会使

个体补偿性地提高领导角色工作效率的过程。资

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能够

解释和指导该过程。该理论认为, 社会环境中主

要存在着物质资源、条件资源、能量资源和支持

性资源等, 个体拥有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个体

对工作和家庭的资源分配总是遵循一个相对稳定

的比例以保持两者平衡。在平衡这些资源时存在

一定的补偿机制, 即个体在一个领域消耗较多资

源时会减少另一个领域的资源投放, 但个体会想

办法应对后一领域中资源减少的局面, 从而补偿

资源缺乏造成的困境(Hobfoll, 2001; Hobfoll et al., 

2018)。 

父母职责通常包含与孩子沟通、关注孩子的

日常生活、给孩子辅导作业等具体且细致的工作, 

这对在职父母的时间管理提出更大挑战, 致使他

们更可能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感, 从而提高工作效

率来应对时间压力。父母时间压力指父母因参与

教养孩子等繁琐工作而产生时间紧迫性的感知

(Garhammer, 2002)。这一压力感知如果在可承受

范围内, 通常会转化为快速行动的动力和果断决

策的行为(Ahituv et al., 1998)。研究表明, 父母需

要更多的时间帮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安排并进

行课外活动等, 这使得他们比没有孩子的个体感

知到更大的时间压力(Roxburgh, 2006; Schieman 

et al., 2018)。尽管时间压力让个体体验到匆忙感, 

但研究者对 52 名员工连续 2 个工作周的每日调查

发现, 时间压力与工作沉浸呈正向线性关系, 时

间压力越高越能促进工作沉浸(Reis et al., 2017)。

还有研究发现, 当收益与时间具有关联时(如公司

要求 CEO 在某时间段内达到某个利润目标), 高

时间压力会导致更快的决策速度, 并且不会降低

决策质量(Kocher & Sutter, 2006)。以上证据表明, 

教养孩子产生的时间压力很有可能使领导者在工

作中更加专注投入, 提高工作和决策效率, 同时

形成“干脆利索、杀伐决断”的领导风格, 因为他们

没有多余时间去犹豫不决。 

3.3  “父母−领导增益”的边界条件 

3.3.1  “领导力发展”和“家庭−工作增益”研究中

的边界条件 

过往研究者将实践历练、社会支持、密集的

人际互动和个体因素视为领导力发展路径的重要

调节因素(Day & Dragoni, 2015; Dragoni et al., 

2009; Wallace & Zaccaro, 2022)。直接经验和挑战

性实践经历促使领导者适应、成长并获取和发展

新技能, 显著增强领导力发展效果(McCauley et al., 

1994; McCauley & Van Velsor, 2004)。其次, 上司、

导师和组织提供的支持、反馈、指导等资源帮助

领导者应对挑战并获得成长(Dragoni et al., 2014; 

McCauley & McCall, 2014)。此外, 领导力发展深

受人际互动影响(Uhl-Bien, 2006)。密集的人际互

动可以提供实时反馈, 促进知识共享和协作问题

解决(DeRue, 2011; Pearce & Conger, 2002), 有助

于培养领导者处理复杂社会动态、影响他人和构

建团队领导力等能力 (Day et al., 2004; DeRue, 

2011)。 

个体因素如学习导向和领导者发展动机对领

导力发展具有调节作用。高学习导向的领导者将

挑战视为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他们对新经验更加

开放, 愿意从错误中学习并寻求反馈以改进领导

能力(DeRue & Wellman, 2009), 在领导力发展项

目中也表现更佳(Dragoni et al., 2009)。此外, 发展

成为领导者的动机指提升领导知识、技能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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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Rosch & Villanueva, 2016)。具有较高动机

的个体会在领导力发展中投入个人资源(如时间、

金钱、心理资本等), 并且更可能发现培训内容有

用和有趣 , 从而更积极参与来提升领导能力

(Wallace & Zaccaro, 2022)。研究者还呼吁未来研

究应考虑个体认知对领导力发展的调节作用, 这

为本研究选取边界条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视角。 

关于“家庭−工作增益”的边界条件, 性别、家

庭结构和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在增益过程中起

调节作用(Zhang et al., 2018)。根据性别角色理论, 

传统社会角色中女性涉及家务劳动, 男性涉及为

家庭提供经济支持(Eagly et al., 2000), 男性更可

能利用家庭资源增益工作 (Greenhaus & Powell, 

2006; Lapierre et al., 2018)。此外, 拥有稳定伴侣

或孩子的人由于更关注家庭 , 更认同家庭角色

(Dumas & Stanko, 2017; Powell & Greenhaus, 

2010), 因此更可能利用积极的家庭事件来增益工

作表现(Lin et al., 2021)。最后, 年轻员工正处于职

业上升期, 并且比年长员工面临更多家庭要求(如

拥有年幼的孩子) (Stoddard & Madsen, 2007), 因

此需要更多家庭资源来支持工作。 

家庭−工作边界相关变量(如边界灵活性、边

界渗透性和工作−家庭分割偏好等)也会影响家庭

−工作增益过程(韩翼 等, 2020; Ren et al., 2022; 

陶厚永 等, 2019)。边界灵活性和边界渗透性描述

了 个 体 如 何 管 理 其 工 作 与 家 庭 生 活 的 界 限

(Ashforth et al., 2000)。边界灵活性是指个体调整

其工作与家庭界限的能力和意愿(Ashforth et al., 

2000)。灵活性高的个体能根据工作压力和家庭需

求灵活调整, 有助于促进工作与家庭的兼容和整

合, 从而体验到更好的家庭−工作增益(Matthews 

et al., 2010)。边界渗透性则描述了工作与家庭界

限的透明度和开放性程度, 即工作和家庭在多大

程度上互相渗透和影响 (Ashforth et al., 2000; 

Clark, 2000)。适度渗透可以促进家庭资源和积极

情绪转移到工作中, 从而提升工作表现(Zhang & 

Zhou, 2021)。工作−家庭分割偏好是个体在工作和

家庭之间建立并维护清晰边界的倾向 (Kreiner, 

2006)。根据边界理论, 当个体倾向于设立较为固

定和不可渗透的边界时, 他们更可能采用高工作

−家庭分割偏好 , 在心理和行为上限制这两个领

域相互影响, 从而减少家庭资源对工作表现的积

极影响(韩翼 等, 2020; 陶厚永 等, 2019; Ren et 

al., 2022)。以上研究表明, 整合多个角色有助于实

现增益并提升角色效率(Dumas & Sanchez-Burks, 

2015), 研究者可以从整合视角选取边界条件以更

好地实现家庭−工作增益。 

3.3.2  基于“父母−领导增益”视角的领导力发展

研究边界条件 

本研究聚焦于“父母−领导增益”视角下的领

导力发展, 提出父母角色经验和领导角色有效性

之间的增益过程机制存在若干重要的边界条件。

已有关于领导力发展和家庭−工作增益研究的边

界条件多关注于远端、稳定、不易改变的变量(如

社会支持和人口统计学变量等), 但这些变量并不

易于企业在实际操作中进行干预以增强领导效

能。此外, 个体因素和家庭−工作边界相关变量也

启发研究者应聚焦于可整合家庭与工作的个体内

部可改变的认知因素, 正如 Dumas 和 Sanchez- 

Burks (2015)所指出的家庭与工作的整合需要在

认知上进行更大程度的领域重叠。领导力发展学

者们近年来倡导多从近端和可改变的变量着手探

索影响机制, 以便为领导力发展提供更多有效抓

手(Day & Dragoni, 2015; Day & Liu, 2018; Seibert 

et al., 2017)。与此呼应, Liu 等人(2021)提出自我

的 意 识 (awareness) 、 认 同 (identity) 和 效 能 感

(efficacy)三个近端且可改变的变量会影响经验加

工系统发挥作用的程度。综上所述, 本研究认为

可以从自我对增益的意识、认同和效能感入手 , 

探讨其在父母角色经验增益领导角色有效性过程

机制中的调节作用。其中, 自我对增益的意识指

个体对发生增益的双方角色在关联性、兼容性和

可转移性的认识和觉察(Day et al., 2009; Liu et al., 

2021)。Greenhaus 和 Powell (2006)对工作−家庭双

向增益的工具性路径描述中, 他们假设将一个角

色的资源投资到另一个角色中的决定是有意的。

具有更高自我对增益意识的个体会更好地认识和

觉察父母角色资源与领导角色资源的关联和兼容, 

从而更有意识地迁移和转化知识技能。因此本研

究提出个体对“父母−领导增益”的意识会相应影

响工具性增益过程。自我对增益的认同指个体对

两个角色间能发生增益这种现象产生了情感上的

认同(Day et al., 2009)。情感不一定会被有意应用, 

但它能自动从一个角色溢出到另一个角色中

(Bolger et al., 1989; Greenhaus & Powell, 2006)。具

有更高自我对增益认同的个体能够认同父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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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情绪情感并更自主溢出到领导角色中。因

此本研究提出个体对“父母−领导增益”的认同会

相应影响情感性增益过程。自我对增益的效能感

指个体对统筹两个角色在资源上的竞争关系并促

使增益发生抱有信心(Day et al., 2009; Murphy, 

2002)。它能帮助个体在由父母角色经验引起的具

有挑战性或压力的情境下继续扮演好领导角色

(Murphy, 2002)。即使因教养投入而在工作中有较

大的时间压力, 具有更高自我对增益效能感的个

体依然有信心执行好领导角色所需行动和决策

等。因此本研究提出个体对“父母−领导增益”的效

能感会相应影响效率性增益过程。 

3.4  关于“父母−领导增益”的干预研究基础 

目前缺乏针对具体角色(如父母−领导)的增

益研究 , 因此“父母−领导增益”干预研究需基于

工作−家庭增益领域的干预研究。其中, Heskiau

和 McCarthy (2021)的研究能够提供较多指导和借

鉴。两位学者基于增益理论构建了资源转化训练

的概念模型, 包括“发现工作中的优势资源”“将工

作资源进行归类和概念化”“在角色间建立积极联

系”以及“心智练习”。此外, 他们基于上述概念模

型开展了干预训练, 通过严谨的实验组和对照组

设计 , 验证了工作−家庭资源迁移训练能够提高

个体的工作−家庭增益和工作满意度。然而这项研

究仅从资源迁移(相当于前文提到的“自我对增益

的意识”)角度提升了工具性增益, 并未涉及情感

性增益和效率性增益。还有学者探究了积极的心

理微观干预措施改善工作与家庭角色结合的情况, 

他们对 218 名职场母亲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干预训

练, 干预措施包括“使用你的资源”和“数一数你的

祝福”, 参与者被随机分配至两个实验组和一个

控制组中(Peeters et al., 2020)。结果表明, 日常练

习“使用你的资源” (将个人资源灵活运用到工作

或家庭领域)成功改善了工作和家庭角色的结合。

然而这项研究未将增益细分为工具性增益、情感

性增益和效率性增益三类。此外, 这两项研究依

然从工作和家庭两个宽泛的领域去探讨增益的发

生和干预, 并未指向具体角色, 这在一定程度上

会限制结论的精准度和对现实指导的明确性。 

3.5  基于“父母−领导增益”视角的领导力发展理

论模型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构建了基于“父母−领导

增益”视角的领导力发展理论模型(见图 1)。模型

首先考虑了父母角色和领导角色的两个重要变量, 

即父母角色经验和领导角色有效性之间的潜在增

益关系。其次, 具体呈现两者之间的三种增益机

制：角色累积理论(Grzywacz et al., 2007; Sieber, 

1974)指导的工具性增益过程认为, 个体通过父母

角色经验获得的能力如子女管教技能等可以迁移

到工作场所促进其提升领导技能; 溢出效应理论

(Bolger et al., 1989)指导的情感性增益过程认为, 

父母角色的积极情感可以溢出到工作领域使得领

导角色体验到相似的积极情感 ; 资源保存理论

(Hobfoll, 2001; Hobfoll et al., 2018)指导的效率性

增益过程认为, 因教养孩子产生的时间压力可以

提高领导者的工作专注度 , 提升工作和决策效

率。模型还考虑了个体对“父母−领导增益”的意

识、认同和效能感分别在三种增益过程机制中的

调节作用。最后, 考虑到领导力发展项目的需要, 

模型提出可以从增益意识、认同和效能感三个方

面进行干预实验 , 以强化父母−领导角色间工具

性、情感性和效率性增益的效果。 

4  总结与研究展望 

本文采用新视角, 系统梳理了领导力发展和

家庭−工作增益研究, 基于家庭−工作增益理论和

父母−领导相似性假说 , 厘清家庭和工作领域的

关键角色 , 即父母角色和领导角色之间的关系 , 

进一步探讨了父母角色经验和领导角色有效性之

间工具性、情感性和效率性增益过程机制, 提出

了领导力发展新路径。跨学科融合的积极视角有

助于最大化实现增益效果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基于本文在理论层面上提出“父母−领导增益”

视角下的领导力发展模型,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深入开展。 

首先, 明确父母角色经验和领导角色有效性

之间的定性和定量关系。领导力研究者已经认识

到父母职能和领导职能的相似性, 并从依恋角度

认识到父母−孩子关系与领导−下属关系的关联性

(Popper & Amit, 2009; Popper & Mayseless, 2003)。

但父母角色和领导角色间的关系不止于此。本文

认为两个角色间还存在增益关系并且需要进一步

明确到核心变量即父母角色经验和领导角色有效

性上。聚焦至具体角色和变量有助于更深入、系

统地开展科学研究, 并为企业管理实践提供更精

准的参考和指导。但该方面缺乏实证研究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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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父母−领导增益”视角的领导力发展理论模型 
 

因此有必要从现象出发揭示两个特定角色、核心

变量间的定性和定量关系。未来研究可以采用访

谈和个案分析开放式地探索父母和领导角色间的

定性关系, 以揭示增益现象的存在; 然后采用大

规模问卷调查进一步探索父母角色经验和领导角

色有效性之间的定量关系, 以检验增益关系的显

著性。此外, 当父母有助于成为好领导意味着父

母角色经验能增益领导角色, 已成为父母的领导

者能有更好表现, 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当过父母的

人不会成为好领导。未来研究可以使用倾向得分

匹配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ustin, 2011; 

Narita et al., 2023)考察成为父母的领导者在领导

技能和效果上是否比未成为父母的领导者更有效, 

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研究论述。 

其次, 验证父母角色经验对领导角色有效性

的增益过程机制。根据过往研究者提出的工具性

增益、情感性增益和效率性增益三种划分(Carlson 

et al., 2006), 及其对应的角色累积理论、溢出效应

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 在和过往实证研究充分对

接的基础上, 本研究提出了三个增益过程机制模

型。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和小范围

经验取样法,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混合线性模型

和多水平分析等统计方法检验机制模型的拟合度

和有效性。此外, 还可以考虑性别因素对机制的

影响。正如前文所述, 不同的传统社会角色使得

男性更可能利用家庭资源增益工作, 女性则更可

能利用工作资源增益家庭生活 (Greenhaus & 

Powell, 2006)。然而, Lapierre 等人(2018)和 Zhang

等人(2018)基于工作−家庭双向增益的元分析研

究均表明 , 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家庭双向增益关

系上没有显著差异。由于以上研究未聚焦至具体

角色从而可能在结论上产生偏差, 因此未来研究

可以在“父母−领导增益”视角上探讨性别因素对

父亲和母亲的领导力发展存在的影响。 

最后 , 进行“父母−领导增益”效果的发展干

预。领导力发展是近年来众多企业大力投入的方

向, 但成效不尽人意。有研究调查表明, 只有 13%

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公司的领导力发展项目是富有

成效的(Schwartz et al., 2014); 也有元分析指出, 

企业的领导力发展项目投资回报率(ROI)偏低, 效

果提升存在瓶颈(Lacerenza et al., 2017)。研究者已

经认识到增益干预的必要性。目前有两项干预研

究虽在工作−家庭增益领域中进行 , 但没有分别

对工具性、情感性和效率性三种增益进行干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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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也没有聚焦到父母−领导具体角色上。未来研

究可以结合领导力发展的逻辑思想, 参考上述干

预研究(Heskiau & McCarthy, 2021), 从增益意识、

认同和效能感三个方面开发相应的培训内容。具

体而言, 提高增益意识致力于通过干预培训让参

与者意识到父母−领导角色的关联性、兼容性和可

迁移性, 从而提高父母角色对领导角色工具性增

益的效果; 提高增益认同致力于通过干预培训让

参与者在小组互动情境中充分调动自身积极情绪, 

以增强情感上对增益的认同, 从而提高父母角色

对领导角色情感性增益的效果; 提高增益效能感

致力于通过干预培训让参与者在时间精力有限的

情况下, 挖掘自身已有心理资源, 提升“父母−领

导增益”信心 , 从而提高父母角色对领导角色效

率性增益的效果。以上三种干预培训均可采用实

验组对照组前测后测的混合实验设计, 在干预一

个方面(如增益意识)的情况下控制另两个方面(如

增益认同和增益效能感), 通过向实验组开展干预

培训, 向对照组提供对照讲座, 追踪测查对比实

验组和对照组在多个时间点上的增益表现, 检验

干预的即时效应、短期效应和持续效应, 以提升

个体在父母−领导角色工具性增益、情感性增益和

效率性增益三个方面的效果, 促进个体领导力的

真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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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a good parent helps to be a better leader? A leadership development  
model from parent-leader enrichment perspective 

LIU Zhengguang, LI Mengyi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Leadership development has emerged as a cutting-edge research topic i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nd a practical challenge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offering courses and challenging work experiences inside enterprises to cultivate leadership, but these 

approaches face limitations in enhancing effectiveness. Recent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cross multiple domains with the “whole person” approach, especially the effects of non-work 

experience on leadership development in the working domain. We adopt the family-work enrichment 

perspective to explore how parental experience influences leader effectiveness, examining the process 

through instrumental, affective, and efficiency enrichment paths. We propose a conceptual model for 

leadership development by adopting the perspective of “parent-leader enrichmen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larify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experience and leader effectiveness, 

and explore interventions aimed at boosting enrichment awareness, identity, and efficacy to enhanc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Keywords: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arent-leader enrichment, family-work enrichment, leader effectiveness, 

parental experience 

 
  


